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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行为态度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说明态度与行为具有相关性，但农户施药作为一种具体行为具有特殊
性，须要具体分析。农户施药行为态度的重要性、可提取性、农户的施药行为是否存在社会压力等，干预了农户的施药

行为与态度的相关性；农户施药行为态度的清晰度和所处的阶层等，决定了农户施药行为与态度的因果关系；农户施

药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失调的重要程度、外部因素的强弱、收益等因素影响农户降低失调的意愿，并出现不同的态度

行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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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使用农药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和焦点，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关注和

研究。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因素

主要有农户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农户的蔬菜种植面积、种植经

验、经营类型、新技术采纳的频次、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贸

易绿色壁垒、农业保险及农业产业化等［１－８］。也有学者认为，

农户的行为态度是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显著因素，甚至是首

要因素［９－１１］。另外，行为态度也是影响农户其他行为的重要

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如吴林海等对公众食品添加剂风险感

知的研究发现，行为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１２］。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针对某一具体行为，态度与行为具有

高度的相关性［１３］，这一关系已经被普遍认可并成功应用于多

个领域。但态度能否决定行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Ｗｉｃｈｅｒ指
出，态度与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有关系，这种关

系也是弱相关［１４］。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一致认

为，就某一具体行为而言，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不能一概而

论［１５］。就农户施药行为而言，态度是否为影响农户施药行为

的决定因素？农户施药行为态度和行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

系？本研究在梳理国外相关主流理论和重要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农户施药行为的特性，从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的相关性、

因果关系和一致性３个方面揭示行为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的
关系，同时也可以为农户的其他行为研究提供借鉴。

１　农户态度的构成

关于态度的概念有多种界定，而对态度构成的界定则比

较统一。一般认为，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１６－１７］。

就农户施药行为的态度而言，农户认为“过量施用农药是不

对的”是农户态度的认知成分，表明农户对过量施用农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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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我不喜欢过量施用农药来防治病虫害”是农户态度的

情感成分，表明农户对过量施用农药的情感体验；“过量施用

农药的蔬菜会对人体健康不利，我在防治病虫害时要避免过

量施用农药”是农户态度的行为成分，表明农户对过量施用

农药行为的反应倾向或对施药行为的准备状态。态度的这３
个成分密切相关，特别是认知与情感成分在很多方面密不可

分，当一个人认为某一事物不好时，便常伴随着对此事物的厌

恶。须要指出的是，态度中的行为成分确切地说应该是农户

的一种行为意图或意向，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际行为，

当然，根据Ｕｐｍｅｙｅｒ的观点，实际行为本身也是潜在态度的
表达［１８］。

态度中含有的行为（或行为意图）成分本身就说明了态

度与行为具有强相关性，Ｕｐｍｅｙｅｒ的观点［１８］更说明态度与行

为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农户施药行为具有具体特征，究竟态

度与农户施药行为是否相关、是态度决定农户施药行为还是

农户的施药行为产生态度，以及农户的态度与施药行为是否

一致，都须要进行具体分析。

２　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的相关性

根据 Ｆｉｓｈｂｅｉｎ等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行为意向决定行
为，行为态度等因素决定行为意向，个体对执行某种行为的态

度决定于他对行为所有结果及其属性进行评估后获得的系列

行为信念，对结果及其属性的评估直接影响了每一个信念的

强度［１９］。Ａｊｚｅｎ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计划行为理
论表明，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行为意向，行为

意向和实际行为控制共同决定行为，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可

以代替实际行为控制直接预测行为是否发生［１３］。如果将行

为意向作为态度的一部分，计划行为理论可以理解为态度和

实际行为控制共同影响行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通过

态度中的行为意向成分间接影响行为，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

替代实际行为控制，不经过态度中的行为意向作为独立的变

量和态度共同影响行为。因此，如果计划行为理论可以应用

于解释农户的施药行为，那么态度是决定农户施药行为的核

心因素之一。单纯地把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因素归结于农户

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农户的蔬菜种植面积、种植经验、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制度、贸易绿色壁垒、农业保险及农业产业化等，

则遗漏了农户态度这一核心变量。Ｓｕｔｔｏｎ等认为行为由行为
习惯决定，或者说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动化的习惯［２０－２１］。对

于农户而言，每种农药适合于防治何种病虫害、每年施用什么

农药、每亩地购买多少农药、每次施多少农药、农药和水的搀

兑比例、农药的使用间隔期及施完农药后如何处置剩余农药

和废弃药瓶等几乎没有太多改变，这似乎也说明农户施药行

为也是一种自动化的习惯，但根据Ａｊｚｅｎ的观点，并非习惯决
定行为，实质是习惯或者经验影响了个体的行为控制，态度仍

然对行为具有直接影响［２２］。

即使把知觉行为控制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习惯或经验对

行为的影响，仍然不能断定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现实中

仍然有许多行为态度与行为不相关的案例。根据Ａｊｚｅｎ等的
研究［２３－２４］，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之间的关系须要考虑一些必

要的调节变量，如果不考虑这些调节变量，那么态度和行为之

间可能不相关，这些调节变量包括：其一，农户对施药行为的

态度是否重要，以及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具体。农户

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重要，取决于农户的价值观和施药行

为带来的利益，或对农户来说相对重要的个体或群体对农户

的认同。例如媒体或者社会对农户的态度比较关注，使得农

户认为对待施药行为的态度很重要，那么农户对施药行为的

态度和施药行为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农户对施药行为的

态度越具体，农户施药行为态度和施药行为之间的联系就越

密切。其二，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容易被提取。如果

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很容易从农户的记忆中提取出来，那

么农户的态度可以更容易预测农户的施药行为。对农户来

说，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容易被提取，取决于他对施药行为

的态度是否被频繁表达，频繁表达的态度也更容易被农户记

忆，这些频繁的表述也容易形成农户施药行为态度的表述经

验，也更容易从农户的记忆中被提取，反映了农户对施药行为

态度的强度，形成农户对施药行为的内部驱动力，且这种强度

决定了这种驱动力是否进一步引发相应行为，强度越大的态

度引发相应的行为的反应时间间隔越短。其三，农户施药行

为是否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当社会压力对农户施药

行为拥有绝对性的权利，农户的施药行为态度和施药行为之

间就可能出现差异，尤其是农户施药的个体行为一旦成为一

种组织性行为时，社会压力对农户施药行为的态度和施药行

为的影响更大。其四，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具有直接

经验。如果农户对于态度所针对的事件有着直接的经验，则

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和施药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更

强烈。

综上所述，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是否和施药行为相关

要考虑一些调节变量，这些具体变量包括农户施药行为和态

度是否具体，农户对施药行为态度的感觉是否重要，是否受到

政府、媒体、消费者等外在的压力，态度是否容易被提取，农户

是否有经验等。一般而言，散户和大户所受外界的关注程度

不同，因而受到的社会压力也不同，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等群

体性组织受到的制度约束也不一样，也反映出农户面临的社

会压力；种植时间长的农户被询问的经历也相对较多，因而具

有较多的直接经验，态度也更容易被提取；以种植作为主要收

入来源的农户（专业种植户），对农药使用的相关认知要高于

普通农户，因而对使用农药行为态度的重要性也不一样。

３　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的因果关系

当考虑到一些必要的调节变量时，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

度与施药行为具有相关性。究竟是态度决定了行为，还是行

为产生了态度？传统的观点认为，态度决定行为并且正相关，

因此农户的态度决定了其施药行为。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行

为产生态度的情况有时也是存在的［２５－２６］，尤其是当农户对施

药行为的态度不够清晰时更是如此。当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

度不够清晰时，不能从态度去分析行为，而是从农户施药行为

中产生出农户对施药行为的态度。但如果当农户的态度早已

经在头脑中形成，并且界定得十分清楚时，那么态度很可能会

指导施药行为。根据 Ｂｅｍ提出的自我知觉理论［２７］，当农户

对施药行为的态度不够清晰时，农户对态度的表述源自于对

行为的回忆，从回忆的行为中推断出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户

已经有多年的种植经验，一直都是通过过量施用农药进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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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防治，并且过量施用农药也没发生什么意外，他们会认为

过量施用农药无关紧要。根据自我知觉理论，这时农户对施

药行为的态度不具有指导其施药行为的作用，而是对既定施

药行为的一种总结，通过态度的表达让已有的施药行为更具

有意义。当态度是从施药行为中产生时，农户倾向于对发生

的施药行为找出一种听起来合理的态度表述，态度只是一种

言语陈述。

农户对施药行为态度的清晰程度影响了农户施药行为的

态度和施药行为的因果关系，农户个体所处的阶层也影响了

农户施药行为的态度和施药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当农户所

处的阶层不同时，会产生不同的阶层效应，不同阶层农户态度

的认知、感情和行为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Ｂａｒｏｎ等
提出的态度ＡＢＣ模型根据不同的情况表明了态度和行为在
不同情况下的先后关系［２８］，态度ＡＢＣ模型表明，对于不同的
个体、不同的行为，农户的态度与行为的因果关系也会随之变

化。就农户而言，农户收入层次、对待风险的规避态度等控制

变量影响了农户态度与施药行为的关系。对于普通的农户，

从认知信息加工开始，先对施药行为具备一定的信念，然后对

态度对象有一定的感觉，遵循认知－感情－行为的顺序过程；
对于一个低收入、又急于获得更高收入，且具有较高的风险规

避程度的农户，则会采取边学习边行为的策略，先形成一定的

信念，再对态度对象有一定的感觉，遵循行为－认知－感情的
顺序过程；对于高收入种植户，他们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如果不是一个风险规避者，则首先对态度对象有一定的感觉，

然后产生行为，可能较容易尝试使用新的农药品种，或者采用

新的防治措施，最后对态度对象产生一定的信念，那么其态度

与行为的关系遵循感情－行为－认知的顺序过程。基于以上
分析，如果在研究中对不同阶层的农户不经过分组或者通过

其他计量方法处理，那么实证结果就不具有科学性，因此，研

究结果也不具备太多指导意义。

４　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的一致性

在考虑到具体的调节变量之后，可以确定农户对施药行

为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性，但在农户对施药行

为态度与施药行为具备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前提下，并非具备

一致性，例如农户即使懂得过量施用农药的危害，但在实际行

为中仍然过量施用农药。根据Ｎｅｗｂｙ－Ｃｌａｒｋ等的研究，人们
一般会努力寻求态度之间以及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２９］。但

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个体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则会

出现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提出的认知失调理
论［３０］表明，农户对施药行为可能会有２种及以上的态度，这
些不同的态度之间以及态度与施药行为之间可能会不一致，

这些不一致会让农户感觉不舒服。当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

为与他对过量施用农药的态度不一致时，他会对自己的这种

不一致感到愧疚或不安。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认为，尽管人们会努力减
少这种不舒服，总是去寻求到一种能把失调降低到最低程度

的稳定状态，但当存在外部因素导致这种不一致仍然不能降

到最低程度时，会依然保持这种不一致［３０］。对农户而言，态

度和施药行为不一致这种失调状态不可能完全避免，在监督

不到位的情况下，农户知道不应该施用剧毒农药，但为了能更

好地防治病虫害仍会施用剧毒农药。

农户是否愿意采取措施将这种不协调降至最小化，取决

于他们的意愿，根据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的理论［３０］，农户对协调施药态

度和行为不一致的意愿主要由以下３个因素决定：其一，造成
失调要素的重要程度。如果造成不协调的因素相对不太重

要，农户调整这种不平衡的压力就比较小。即使农户坚定地

认为，不应该过量施用农药或施用剧毒农药，但考虑到防治效

果的重要性，防治效果因素会压倒他对农药残留认知的态度。

其二，农户相信自己受到这些要素控制的程度。当农户感到

上述不协调是一种不可控的结果，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时，既

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使农户知道

施用的某种农药会有残留，当他们认为在病虫害防治措施上

没有更好的选择时，依然会施用这种农药，农户在态度上依然

是认为不应该施用这种农药，这时候失调依然存在，但是农户

很容易把这种不协调合理化并做出辩解。其三，农户在失调

状态下的受益程度。利益驱使会影响农户去降低失调的动机

强度，如果高度失调伴随的是高收入，那么农户失调产生的紧

张程度就会降低，农户可能比一般的消费者更清楚施用剧毒

农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但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依然选择施

用剧毒农药。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认识到不协调状态并不必然会

推动他们去寻求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这种协调不重要、如果

他们认为这种不协调是由外部因素强加所致而自己无能为力

改变、如果收入足够诱人可以抵消不协调感时，农户就不会有

太强大的压力来减小这种不协调。但一旦条件满足，当农户

的行为和态度出现不一致时，农户就会采取措施促使态度与

行为重新回到一致的平衡状态。首先，农户可以改变自己的

行为，改变过量施用农药或者采用其他相对安全的防治措施；

其次，农户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认为现在种植蔬菜就是采用这

样的防治措施，其他也没有更好的措施，所以过量施用农药或

施用剧毒农药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最后，

增加一个新的认知，为这种不一致的平衡状态找到合适的理

由，或寻求一种更重要的因素来平衡不协调因素，农户可以认

为这种失调行为并不严重从而降低失调感，他们或许会觉得

为了谋生只能将收入放在他人健康之上，或者认为，既然消费

者无法支付有机食品，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就只能消费有

农药残留的食品。

５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行为态度是否为影响农户施药行为

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取决于农户使用农药行为以及对应的

行为态度是否具体、散户还是大户、是否加入合作社群体性组

织等调节变量；农户对态度的清晰程度和农户所处的阶层等

调节变量也影响了态度与农户施药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

使态度是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态度与

农户施药行为之间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不一致，外部因素、收益

等变量同样起到了调节变量的作用。因此，对农户施药行为

的研究，既不能只考虑农户的经济与社会特征等因素，而遗漏

了行为态度这一中介变量，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已有的行

为理论，随便将态度作为核心变量视为决定性因素对农户施

药行为进行分析，须要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具体情况进行细致

分析，将一些必要的调节变量纳入到整个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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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态度与行为的相关性、因果性和一致性讨论了

农户施药行为态度与施药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仍然有一个问

题须要探讨，即态度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

Ｇｏｌｌｗｉｔｚｅｒ指出，个体即使有行为意向，也不一定必然导致行
为的发生，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须要加入一个受个体意志决

定的行为执行意向［３１］，这样，态度只是行为之前的一个准备

状态，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行为执行意向是导致

行为发生的驱动力。本研究认为，不考虑调节变量而靠增加

新的变量来解决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用一个新的

问题来解决已有的问题，而新的问题本身又具有已有问题须

要解决的同样问题。在不考虑调节变量只是把态度和行为之

间增加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新增加的中介变量与态度、行为之

间依然会存在相关性、因果性、一致性等问题。显然，行为态

度是否一定会有行为执行的意向？即使有行为执行意向，是

否一定会导致行为的发生？行为执行意向与态度、行为之间

是否具有一致性？根据ＡＢＣ模型，态度各成分和行为的先后
顺序受调节变量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变化。那么对于不同的

农户而言，是先有行为执行意向后有态度，还是先有态度后有

行为执行意向？这些问题都须要重新回答。因此，靠增加新

的中介变量来解决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必

要的。

参考文献：

［１］吴林海，张秀玲，山丽杰，等．农药施药者经济与社会特征对施用
行为的影响：河南省的案例［Ｊ］．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１１（３）：６０－
６８，１２７．

［２］童　霞，吴林海，山丽杰．影响农药施用行为的农户特征研究
［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１１）：７１－８３．

［３］张云华，马九杰，孔祥智，等．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
影响因素分析———对山西、陕西和山东１５县（市）的实证分析
［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４（１）：４１－４９．

［４］魏　欣，李世平．蔬菜种植户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２（２４）：１１６－１１８．

［５］李光泗，朱丽莉，马　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对农户农药使用行
为的影响———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Ｊ］．农村经济，２００７（５）：
９５－９７．　

［６］黎昌贵，周晓睿，刘志雄．绿色壁垒对我国农民生产行为的积极
影响［Ｊ］．生态经济，２０１０（６）：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１．

［７］钟甫宁，宁满秀，邢　鹂，等．农业保险与农用化学品施用关系研
究———对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户的经验分析［Ｊ］．经济学（季
刊），２００６，６（１）：２９１－３０８．

［８］孙新章，张新民．农业产业化对农户环保行为的影响及对策［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０（５）：２６－２８，３３．

［９］周洁红．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
于浙江省３９６户菜农的实证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１）：
２５－３４．

［１０］赵建欣，张忠根．农户安全蔬菜供给决策机制实证分析———基
于河北省定州市、山东省寿光市和浙江省临海市菜农的调查

［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９（５）：３１－３８．
［１１］王建华，马玉婷，晁熳璐．农户农药残留认知及其行为意愿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全国五省９８６个农户的调查数据［Ｊ］．软科
学，２０１４，２８（９）：１３４－１３８．

［１２］吴林海，钟颖琦，山丽杰．公众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３（５）：４５－５７．
［１３］ＡｊｚｅｎＩ．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１，１４（２）：１３７．
［１４］ＷｉｃｈｅｒＡＷ．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ｖｅｒｓｕｓ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ｖｅｒｂａｌａｎｄ

ｏｖｅ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１９６９，２５（４）：４１－７８．

［１５］张红涛，王二平．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Ｊ］．心
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１５（１）：１６３－１６８．

［１６］ＢｒｅｃｋｌｅｒＳＪ．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ｆｅｃ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４７（６）：１１９１－１２０５．

［１７］ＣｒｉｔｅｓＳＬ，ＦａｂｒｉｇａｒＬＲ，Ｐｅｔｔｙ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４，２０（６）：
６１９－６３４．

［１８］ＵｐｍｅｙｅｒＡ．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

［１９］ＦｉｓｈｂｅｉｎＭ，ＡｊｚｅｎＩ．Ｂｅｌｉｅ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７５．

［２０］Ｓｕｔｔｏｎ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ｈｏｗ
ｗｅｌｌａｒｅｗｅｄｏ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２８（１５）：１３１７－１３３８．

［２１］ＡａｒｔｓＨ，ＶｅｒｐｌａｎｋｅｎＢ，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ＡＶ．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ｈａｂｉ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２８（１５）：１３５５－
１３７４．　

［２２］ＡｊｚｅｎＩ．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ｓｔｏｎｌａｔ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ｈａｂ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６（２）：１０７－１２２．

［２３］ＡｊｚｅｎＩ．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
ＧｏｌｌｗｉｔｚｅｒＰＭ，ＢａｒｇｈＪＡ．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３８５－４０３．

［２４］ＫｒａｕｓＳＪ．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５，２１（１）：５８－７５．

［２５］ＫｉｅｓｌｅｒＣＡ，ＮｉｓｂｅｔｔＲＥ，ＺａｎｎａＭＰ．Ｏｎ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ｎｅｓｂｅｌｉｅｆｆｒｏｍ
ｏｎ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９，１１（４）：３２１－３２７．

［２６］ＴａｙｌｏｒＳＥ．Ｏｎ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ｎｅ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ｆｒｏｍｏｎ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５，３１（１）：１２６－１３１．

［２７］ＢｅｍＤＪ．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Ｌ，ＺａｎｎａＭＰ，ＯｌｓｏｎＪ
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１－６２．

［２８］ＢａｒｏｎＲＡ，ＢｙｒｎｔＤ，ＳｕｌｓＪ．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
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ｙｎａｎｄＢａｃｏｎ，１９８８：７９－８２．

［２９］Ｎｅｗｂｙ－ＣｌａｒｋＩＲ，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Ｉ，ＺａｎｎａＭＰ．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ｗｈｅｎａｎｄｆｏｒｗｈｏｍｄｏｅ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ｆｅｅｌ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８２（２）：１５７－１６６．

［３０］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Ｌ．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３１］ＧｏｌｌｗｉｔｚｅｒＰ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ｅ
ｐｌａ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０６，５４（７）：４９３－５０３．

—９７２—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第４期


